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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報    2017年第 2期

香港回歸20年“一國兩制”實踐的
歷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齊鵬飛

[提 要] 進入香港回歸20周年，中國政府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為根本宗旨，以“拋棄殖民主義、保留資本主義”和“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

異”為基本內容和表現形式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之國家治理模式的全新試驗，已經

走過近一半的旅程，一些具有整體性、普遍性、規律性的階段性特徵已經相對明晰地呈現出來，

充分反映了“去殖民化”和“人心回歸”工程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筆者認為，對於“一

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經驗之全面反思和系統總結，必須堅持“兩點論”——功不飾非，機

遇與挑戰並存；必須堅持“三心”——“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必須抓住

主要矛盾，辯證認識“變”與“不變”。

[關鍵詞] 香港 “一國兩制” 歷史經驗 國家治理 “人心回歸”

[中圖分類號] D676.58 [文獻標識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2 - 0025 - 12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是英國在香港 156 年（1841 ～ 1997）殖民統治歷史終結 20
周年，是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20 周年。如何科學地梳理、總結和揭示香港回歸 20 年來

“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以為繼續前行之借鑒，不僅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亟待

破解的重大課題，擺在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同時也是擺在從事香

港問題研究的海內外學界面前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

一

事實上，就中央政府層面而言，其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之梳

理、總結和揭示工作，自香港回歸以來就一直在持續地進行，其思想認識在逐步地豐富和深化、

逐步地成型和成熟。這種思想認識比較集中且公開反映在歷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歷年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歷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與前來北京參會

* 本文係北京市宣傳文化高層次人才培養資助項目（項目號：2016XCB09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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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座談和接見前來北京列席會議的特區行政長官時的談話，歷

次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接見前來北京接受任命書或述職的特區行政長官的談話、會見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時的談話、赴香港參加香港回歸“逢五逢十”的周年慶典時發表的講話、赴香港視察和參

加重要會議時發表的講話、在香港“基本法”頒佈或實施“逢五逢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發表的

講話等政治文件、政治講話中。

梳理和歸納香港回歸以來中共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和歷屆中央政府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

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之梳理、總結和揭示工作，其主基調一以貫之、始終未變，即在總體

上、整體上予以充分肯定（“‘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

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的基礎和前提下，堅持富有辯證法思想智慧的“兩點

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成功；“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對於中央政府的“兩點論”，歷屆特區政府是高度認可和全面接受的。這可從歷屆當選的特

區行政長官在其“競選政綱”和歷年“施政報告”、從其前來北京彙報和請示工作的“述職報告”

中得窺一斑。此即梁振英所高度概括的基本結論——“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後，基本法下的‘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獲得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不僅在香港成

功落實，而且有強大的生命力。”從香港回歸前不斷有人質疑香港前途，到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

繁榮穩定，這一系列成功都離不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如果中

國宣佈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現在看來，撒切爾夫人的這句話並不

正確。”

對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關於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評價，由於其

符合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國際社會——包括始終抱有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的西方社會，也不能不

保持有最低限度的“尊重”。這可從英國政府歷年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美國政府不定期

的“香港政策報告”中得窺一斑。香港回歸以後仍然持續多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即是明證之一；香港回歸前代表西方

社會高調“唱衰香港”發表《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專題文章的美國《財富》

（Fortune）雜誌，在香港回歸10年以後不得不再次發表專題文章《哎喲，香港根本死不了》（Oops! 
Hong Kong is hardly dead），公開承認“我們錯了”（We were wrong），即是明證之一；曾經親

眼目睹了新舊香港轉換的英國“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在香港回歸以後

儘管仍然常常“不識時務”地對中國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但是同時也不得不承

認：“‘一國兩制’在香港很有成效！”“香港基本上沒有變……它還是一個自由的都市，還保

留著大部分特性和權利，這些都是最初中國政府保證要在‘一國兩制’之下，尊重香港的權利，

當時大家不相信能夠實施‘一國兩制’，已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費理曼博士就持這種觀點。”香

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這個原則行得通，總體來說中國遵守‘一國兩制’的

原則……” 英國外交部亦有明確表態：“英國非常認真對待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並

相信‘一國兩制’是對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最佳安排，一如過去近 20 年一樣，期望‘一國兩制’

日後亦繼續受尊重及成功。”

至於從事香港問題研究的海內外學界——尤其是就中國內地學界而言，對於“一國兩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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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實踐的研究，自香港回歸以來也始終未輟，其研究內容也在逐步地豐富和深化。當然，由於

特殊的政治語境，中國內地學界關於香港問題的研究所存在的“缺憾”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

表現為：研究範式單一、主題先行、學理性基礎偏弱，等等。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

影響到對“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術化水平。由於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

實踐的定位是從其國家整體戰略和“國際視野”出發的“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工作，偏重於

理論性闡釋，比較原則、比較抽象、比較宏觀。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有關

“香港工作”和“一國兩制”建設工程的指示精神及其“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僅僅是為

中國內地學界指明了大的路向，而不是替代或規限學者們在該領域具體的學術研究。恰恰相反，

僅僅就中國內地學界而言，其關於香港問題研究的學術探索空間還是非常開放、非常廣闊的。事

實上，執政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有關“香港工作”和“一國兩制”建設工程的指示精神及其“頂層

設計”和“底線思維”，也是建立在充分吸納中國內地學界學術成果、學術智慧的基礎之上的。

基於此，在香港回歸 20 周年紀念日即臨的特殊時段，筆者作為一名從事香港問題研究逾 20
年的中國內地學者，擬從純學理的角度，重點就中國內地學界在該領域研究相對薄弱的——“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出現新情況新問題之背後的深層次原因，談幾點個人對於“一國兩制”在

香港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的思考。為了行文的方便，筆者擬借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 2016 年 5 月赴香港視察期間的重要講話——《貫徹“一國兩制” 發揮優勢創未來》 所使

用的三個核心概念——“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來展開論述。同時，為了比

較透徹地闡釋清楚筆者對於這一問題的思考和見解，筆者擬重點圍繞香港回歸以後“一國兩制”

在香港實踐中繞不過去的“三對主要矛盾”即“三大關係”——“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

央與地方的關係、“變”與“不變”的關係作為三個相對應的切入點進行探析。

二

何謂“一國兩制”的初心？筆者的理解，就是指中國政府“一國兩制”設計的初衷和“一國

兩制”的根本宗旨。而香港回歸以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顯示這

一“初心”在某種程度上並沒有得到很好地堅守。這一根本性問題得不到徹底解決，“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就無法順利地向前推進。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關於“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方針政策和相關法律的成型、成熟及其

正式出台，是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的——以新中國成立以後頭 30 年“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以“長

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為思想積澱和政治基礎，在新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新時期的初期通過“八二憲法”第 31 條、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中

英“聯合聲明”及其附件、香港“基本法”及其附件而逐步建構起來的。

當初，“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戰略考量主要有三：第一，鑒於香港問題是近

代中國喪權辱國之屈辱歷史的縮影，所以，在“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的時代，必須在 20世紀內，

徹底洗刷近代以來懸而未決的西方列強強加於中國的殖民主義恥辱、徹底結束近代以來懸而未決

的由於西方列強對中國領土的非法佔領而導致中國無法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尷尬境遇，並至少在外

交領域率先解決收復失地、實現國家統一的歷史遺留問題。這是基礎和前提。第二，鑒於“和平

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時代主題，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又需

要一個持續而穩定的和平環境，所以必須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即當事國雙方通過外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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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方式實現香港回歸。如此，就需要對當事各方——中英兩國方面、香港地方方面都有利、都

可以接受，如此，捨“一國兩制”無他。第三，鑒於香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頭 30 年裡，作為打

破西方社會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而保持新中國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繫的“窗口、橋樑、國際通道”

之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當初，我們經常講的“中國對外開放，首先是對香港開放；中國與國際

接軌，首先是與香港接軌”，就很形象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所以，我們在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

香港問題時、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現國家統一維護領土完整時，就不能以損害香港在二戰以

後已經形成的“國際經濟中心”地位和“經濟繁榮”局面為代價。同時，我們認為，香港“國際

經濟中心”地位和“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所保障和支

撐的。如此，捨“一國兩制”無他。

當初，鄧小平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合法性”依據，是列寧

的“和平共處”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鄧小平還對“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有兩個形象化的

說明：一曰“收回主權、制度不變”；二曰“拋棄殖民主義、保留資本主義”。這裡，核心的核心，

就是如何正確認識、正確處理“一國”與“兩制”這一對矛盾、這一大關係的問題。

那麼，香港回歸以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否不忘和堅守了或曰在多大程度上不

忘和堅守了“一國兩制”的初心？我們下面重點就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層面試析之。

就中央政府層面而言。香港回歸以後中共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和中央政府對於“一國兩制”

的初心，即“一國兩制”設計的初衷和“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的堅守都是始終如一的，並且在

這一問題上的思想認識是在不斷地豐富和深化、理論論述和政策闡釋在不斷地嚴密、完善、具體

化和富有針對性的。這完全可以從香港回歸以後中共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和中央政府及其核心人物

事涉香港問題的政治文件和重要講話中得以充分驗證。尤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央政府“不忘

初心”的思想認識及其理論論述和政策闡釋，在中共十八大以後，有了一個比較明顯的戰略轉變

和戰略提升，即開始突出強調對於“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實踐中的“全

面準確”地認識理解和貫徹落實問題。這一戰略轉變和戰略提升，集中反映在體現其集體意志的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 和 2014 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中有關

“一國”與“兩制”關係問題的全面論述中。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在這方面的重大創新主要

有二：其一，將“中央對香港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根本出發點”之規範化表述，適時調整為兩

句話：中央對香港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相提並

論作為中央對港政策、對港工作之根本宗旨的“兩個基本點”，開始突出強調這兩個方面均不可

或缺的平衡性、完整性和全面性，並且明確指出：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和前提！其二，將“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過程中必須“全面準確”地認識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

港“基本法”之規範化表述，高度概括為“三個不偏廢”——“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

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

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由 2012 年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15 周年

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 中的“四個不可偏廢”演化而來）。

而白皮書在這方面的重大創新，主要是關於中央政府“全面管治權”的明確提出和全面論述：“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

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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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一國兩

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

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這兩個政治文件，既

是“後鄧小平時代”中共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和歷屆中央政府對於“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不忘、堅

守和與時俱進的創新性發展，同時也是對以往“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過程中有所模糊、有所

忽略、有所偏差的思想認識、理論論述和政策闡釋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這裡，我們沒有必要諱言，自香港回歸之始，中央政府對於“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不忘、堅

守和與時俱進的創新性發展問題，對於“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實踐中的

“全面準確”地認識理解和貫徹落實的問題，在這一思想認識、理論論述和政策闡釋不斷豐富和

深化的過程中，也不是沒有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和檢討的地方。由於對前所未有的“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實踐之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的思想認識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由於對“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中“存兩制之大異”的“大異”——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制度之間

結構性、深層次矛盾的不可調和、不可兼容性的思想認識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加之具體考量

到在香港回歸前後香港社會內部以及國際社會對於“一國兩制”是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懷疑和

抵觸，主要集中在香港社會內部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不能不受“中央的干預”方面，所以，

在一定時期內，中國政府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相對多的突出強調了“存兩制之大異”

的內容；加之我們一度認為，香港回歸以後作為“一國兩制”之基礎和前提的“一國”原則作為“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應有的題中之意，已經在香港社會深入人心、不言自明，因

而也就隱而不言。這必然會對“求一國之大同”的內容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比如，外界對於那

個時期所謂中央政府為了力避“不必要的干預”之嫌、矯枉過正，“不改天不改地就換一面旗”、

“不該管的絕對沒有管，該管的也沒有管”等的批評，雖然不乏曲解或惡意詆毀的因素，但也說

明的確存在一些必須適應形勢的發展積累和總結歷史經驗加以現實性、前瞻性調整的餘地。

就香港社會內部而言。香港回歸以後，香港社會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對於中央政府“一國

兩制”的初心，從來都不是全部、全面認同和接受的。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對於“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的認識理解和貫徹落實，不僅根本談不上全面準確，而且是有意識地

加以肢解、加以割裂，有選擇地取捨。他們拒不承認“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香港“基

本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們將“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

不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將“維護中央權力”與“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不接受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是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基礎和前

提；他們將“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與“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割裂並對立起來，不認同、

不接受“祖國內地因素”是“香港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的基礎和前提。他們對於中央政府“一

國兩制”的初心即“一國兩制”設計的初衷和“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之“兩個基本點”，僅僅

認同和接受其“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一面，而不認可、不接受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的另一面。事實上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進行抽象肯定、具

體否定。他們以“泛民主派”和“泛本土派”自詡，實際上是“逢特區政府必反”、“逢中央政

府必反”的極端反對派。他們中的少數極端分子甚至幻想在香港回歸以後、在中央政府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以後、在中央政府直轄的特區行政區成立以後，仍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某種範圍內

使“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祖國內地”有效隔離或分離，使香港擁有“完全的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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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半政治實體”的超然地位。從“香港價值至上論”、“香港利益至上論”一直到“香港城邦論”、

“香港民族自決論”、“香港獨立論”，在這一“反共又反華”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在他們

背後，還有西方社會在遏制和封堵中國“和平崛起”大戰略下的全力支持和直接干預。如此，基

於此一消極因素的作祟，香港回歸 20 年來，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演變已經日益逼近中央政府“一

國兩制”初心之不可觸碰的底線。

香港回歸 20 年來，在這樣吊詭的政治氣候、政治環境下，不僅“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

港“基本法”在香港實踐中的“一國”原則之貫徹落實嚴重受阻，典型者如“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二十三條立法”被迫無限期地擱置、逐步建立國家認同的“國民教育”被迫

無限期地擱置，典型者如“愛國愛港”這一基本的政治倫理竟然不能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為香港社

會的“核心價值”。而且，即使是香港社會長期以來自以為傲的“民主”和“法治”兩大“核心

價值”的基石，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中央政府主導和推動的以香港“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規定為依循、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

兩次被香港立法會極端反對派議員以“集體捆綁”的否決方式粗暴打斷，使 500 萬香港選民在香

港回歸 20 周年之際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的美好願景成為泡影；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內部

有人直接挑戰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基礎和法治基礎、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

全面管治權尊嚴、直接挑戰特區政府的施政權威之政治性的遊行示威不斷、議會抗爭和議會暴力

不斷、街頭抗爭和街頭暴力不斷，醞釀、策劃時間長達近兩年、發動和持續時間逾兩個半月的“佔

領中環”運動，就是其中一個的典型案例，而且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香港社

會內部一直自以為傲、外部世界也津津樂道的“法治精神”自然是傷了元氣，香港同胞知法、懂

法、守法、護法的正面形象被嚴重玷污。香港回歸以來，極端反對派“逢中央政府必反、逢特區

政府必反”，甚至中央政府純粹是為了推動香港和祖國內地之間經濟交流與合作，以期兩地優勢

互補、互利雙贏、共同發展的重大施惠舉措，特區政府純粹是為了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

進和諧的重大施政舉措，也都被政治化和污名化，通過“議會拉布”和街頭鬧事而加以阻擾和破

壞。

為什麼香港回歸 20 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中頻頻出現新情況新問題，甚至是比較嚴重

的“亂象亂局”，原因肯定是非常複雜的，可以有見仁見智的不同解讀，但是其中有一個關鍵性

因素，則是各方面——尤其是中國內地學界已經形成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的——“人心回歸”問

題。即香港回歸 20 年來，香港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大範圍內還沒有徹底完成自英國殖民統

治下的一個“海外省”至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蛻變；香港人在很大程度上、

在很大範圍內還沒有全面完成自“英國的二等臣民”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蛻變。集中體

現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處理香港事務、解決香港問題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的官方文件、2014 年 6 月中央政府發佈的香港回歸以來的第一個政策白皮書中所總結和

揭示的——“‘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對中央來說是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對香港和香

港同胞來說是重大歷史轉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

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

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 也正是從這一角度論述的。這裡，筆者想重點談

談近年來已經逐步成為中國內地學界思想興奮的一個點——香港回歸以後的“去殖民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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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1997 年和 1999 年的港澳回歸，也是二戰以後世界範圍的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

放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以及“非殖民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並且是其全面“落幕”

的高潮和標誌。根本性的區別在於，港澳是走向回歸祖國，而不是通常的獨立建國；港澳回歸以

後是實行“一國兩制”，而不是通常的“一國一制”。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所言之香港回歸以後的“去殖民化”的問題，並非是海內外

學界已經有比較成型、比較成熟研究的“非殖民化”之理念和概念——儘管兩者的英文詞均為

Decolonisation（關於“非殖民化”的理念和概念，海內外學界包括中國內地學界一直有不同的理

解和認識，有的突出強調它的“中性化”屬性，明言其“一枚硬幣的兩面”——即殖民地人民的

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之“非殖民化”與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主導和授予其殖民地的獨立進程、

獨立地位之“非殖民化”的合體；有的則突出強調它的單一“西方化”傾向——即西方學者所建

構的以“西方中心論”為思想基礎、突出強調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主觀能動性”的“非殖民化”。

筆者是比較認同後一界定的。這一“非殖民化”的理念和概念，具體運用到香港回歸的歷史過程，

就是英國在香港“過渡時期”〔1985 ～ 1997〕所實施的“光榮撤退”計劃和“本土化”方案）。

這並不在本文的論述範圍。筆者這裡所談的是香港回歸以後，即香港在所謂的“後殖民地時代”，

如何在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建設中逐步瓦解和消除歷史遺留的“殖民主義體制”、“殖民

主義心態”、“殖民主義影響”的問題。當然，這一問題，也是所有已經獨立建國或者走向回歸

的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地區在“後殖民地時代”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當然，各國和各地

區“去殖民化”的意旨、着力點、實現路徑以及實際效果是千差萬別的。

如前所述，由於香港地區所謂的“非殖民化”，其預設結果並非是通常的獨立建國，而是以

“一國兩制”為基礎和前提的、通過中英兩國之間的外交談判而實現的回歸祖國，“社會、經濟

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除了其地方政權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蛻變——自英

國殖民統治下的一個“海外省”至中國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是其政治體制的基

本框架幾乎原樣留存——僅僅是中國的五星紅旗替換了英國的米字旗、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替

換了英國的總督、中國的駐港部隊替換了英國駐港三軍、中國的外交特派員替換了英國的政治顧

問、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和行政會議替換了英國的立法局和行政局——當然，也包括中國的“憲

法性文件”——香港“基本法”替換了英國的“憲法性文件”——“英皇制誥”、“皇室訓令”，

比較多的是凸顯“象徵”意義。如此，外界有關“換湯不換藥”、“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社會”之

極端評價，也就絕非無稽之談、空穴來風。加之，香港回歸以後，中央政府從實現香港地方政權

自“英人治港”的殖民政治體制至“港人治港”的民主政治體制徹底蛻變的意旨出發所主導和推

動的、以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規定為依循、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

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再再受阻、長期停滯不前；特區政府從全面提升施政權威、施政效能

並逐步建構“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意旨出發所主導和推動的“高官問責制”、取消兩個市政局

等“中央和地方行政改革”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如此，香港回歸 20 年來，在歷史的慣性和

現實考量的驅動力下，“去殖民化”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相反，“去中國化”的問題則日益嚴重。

典型者，如司法體制中的“親英國化”現象依舊、教育體制中的“親西方化”現象依舊、輿論環

境中“反共反華化”現象依舊，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國歷史”課程都無法在中小學正常維繫

的情況下，“逢特區政府必反”、“逢中央政府必反”的“街頭抗爭與暴力”、“議會抗爭與暴

力”，其主力軍日益年輕化，也就是不難理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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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近年來香港社會內部民粹主義、分離主義思潮及其社會運動日益猖獗的大背景下，

中國內地學者開始明確提出必須重視“去殖民化”問題時，在已經對“歷史的慣性”習以為常且

津津樂道的香港社會內部引起軒然大波，也就不難理解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積重難返的“去

殖民化”的問題對於香港社會內部而言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亟待解決的“臨界點”。對此，中央

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必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覺。否則，何談“不忘初心”！當然，在這

個正本清源的歷史過程中，必須力戒簡單化、表面化和過激化的處理，不能為了撥亂反正而“矯

枉過正”——如鼓噪通盤修改歷史遺留下來的所謂“殖民主義標識”之地名、街名等，將香港“中

西文化交融”的歷史特色、歷史傳統、歷史資源當作歷史包袱一概摒棄，那就與我們“去殖民化”

的初衷和根本意旨南轅北轍了。

三

關於“保持耐心”。這裡，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何謂“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這

個概念是中國內地學界首先提出並使用的，但是對其內涵的具體指涉則始終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理

解和認識。而筆者始終堅持這樣的觀點——所謂“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事實上包括有兩

層涵義：其一是指香港回歸前的“國際爭端解決模式”和“國家統一模式”；其二是指香港回歸

後的“國家治理模式”和“中央和地方關係模式”。當然，無論就哪層涵義而言，即不管是以“一

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通過當事國之間的外交談判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

爭端問題；還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國家治理，通過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大框架、大範圍內

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之間、祖國內地與香港地區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發展，

圓滿解決香港地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基礎和前提下“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問題，都是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全新試驗，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民族國家的國家統

一和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以和平、發展、合作

為時代主題的“政治多極化、經濟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當代世界創新性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

“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一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歷史遺

留問題提供的富有傳統哲學智慧的中國方案！”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逾 90 年矢志為實現國家統一、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大團圓而不懈奮鬥

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過兩次在理論與實踐層面上關於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包括中央和地方

關係問題的重大探索、重大轉型和重大創新。一次是在中共黨史的“第一個三十年”（1921 ～

1949 年，即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時期”），一次是在中共黨史的“第三個三十年”（1979
年至今，即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在中共黨史的“第一個三十年”，中國共產黨人是以“革命黨”的“在野”身份和地位，提

出並實踐自己的“國家統一”理念、戰略和政策的，是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

人民解放而完成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一大歷史任務”的偉大鬥爭中，來逐步推進徹

底結束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徹底實現中國各族人民自己當家作

主之國家大統一、民族大團結的歷史進程的。在此一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國家統一”

的理念、戰略和政策，由不自覺到自覺，經歷了一個由模仿和照搬“蘇聯模式”而主張“民族自

決”和“聯邦制共和國”之“國家統一”道路，逐步向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主張符合中國的

具體國情包括民族實際和歷史傳統的“民族區域自治”和“單一制共和國”之“國家統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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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變的“歷史大轉折”。最後，終於在 20 世紀中葉，在徹底“顛覆”舊中國政權的基礎上，建

立了以中國大陸地區的基本統一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各族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共黨史的“第三個三十年”，中國共產黨人是以“執政黨”的身份和地位，提出並實踐

自己的“國家統一”的理念、戰略和政策的，是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進行爭取國家繁榮富強和人

民共同富裕而完成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二大歷史任務”的偉大鬥爭中，來逐步推進

徹底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港澳台問題、徹底實現中國各族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之國家大統一、民族

大團結的歷史進程的。在此一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國家統一”的理念、戰略和政策，

由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提出並付諸實踐，因此在國家結構、國家形式方面，就直接面臨著

如何認識、如何處理一個帶有強烈的“複合制”特點的單一制國家的“國家統一”和“國家治理”

的重大挑戰問題。

基於“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制度性、體制性規限，香港回歸以後成立的直轄於中央政府的

特別行政區，其依法（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以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雖然均來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

但是已經遠遠有別於傳統意義和一般意義的單一制國家地方政權所享有的普通自治權（包括中國

內地民族自治區所享有的普通自治權），而享有——甚至是超越了複合制國家地方政權（如美利

堅合眾國的各州、俄羅斯聯邦的各共和國）的特殊自治權（典型者如可以單獨發行貨幣，如可以

設立終審法院，等等）。如此，在維持中國原有的單一制國家的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基本不變的

基礎和前提下，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徹底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港澳台問題、對港澳台地區全面

恢復行使主權實現國家統一、對港澳台地區有效行使全面管治權實現國家治理，逐步建構起既可

以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可以切實“保持港澳台地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新

型中央與地方關係，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面對、必須破解的重大挑戰。

早在香港“過渡時期”之始，鄧小平就已經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是不是行得通、

是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不僅要看在“九七”前，是否可以“平穩過渡”、“順利交接”，而且

也要看在“九七”後，是否可以“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也就是說，已經對香港地區在實現了“國

家統一”以後的國家治理之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有了非常清醒的認識並預警。但是，香港回

歸以後，在“一國兩制”之“國家治理”過程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還是遠遠超出了人們的

想像。這裡，既有歷史遺留下來的體制性、結構性的深層次矛盾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的問題，也

有現實發展中湧現出來的新挑戰無法破解的問題。僅僅就政治層面而言，典型者若前所述之“人

心回歸”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相反是“民粹化”的分離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日益猖獗；

“去殖民化”的問題沒有解決，相反是“去內地化”、“去中國化”之“反共反華”情緒日益彌漫，

等等，其嚴重性，就是我們在“九七”前和香港回歸之初沒有充分估量到的。

正是基於此一歷史背景，在香港回歸 20 周年之際，方方面面尤其是香港社會內部和西方社

會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前途和命運問題發出疑問，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放置於“大歷史”的“長時段”中，

將其與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包括國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具體進程結

合起來觀察、與中國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的戰略目標和具體進程結合起來觀

察，“‘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走到盡頭”的臆斷，自然也就成為“偽命題”，不攻自破了。中

ChaoXing



34

央政府近年來反復強調的“保持耐心”，也正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坐標系上的。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五十年不變”之下限——21 世紀中葉，與中國全面

實現現代化、與中國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中國夢”的戰略目標的下限——21世紀中葉，

高度契合，絕非偶然和巧合。

關於“一國兩制”之“五十年不變”以及“變”與“不變”的關係問題，鄧小平已經有過非

常明晰、非常透徹的論述：“香港的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我們採取這一主張是同我國四個現代

化的長遠目標聯繫起來考慮的。” 鄧小平具體解釋曰：“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

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的政策，

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政策，離開了這個政

策不行。……所以我從前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

和發展的需要。” “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

那時還會小裡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 “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

個道理。” “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

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關聯。……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

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五十年

以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

正是在這一思想認識的基礎上，香港回歸以後中共中央歷代領導集體在解決香港問題的“頂

層設計”和“底線思維”中，充分考量到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

反復強調了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保持耐心”的問題。

江澤民明確指出：“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新事

業。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祖國內地人民

和香港同胞，應該齊心協力，共同探索前進，不斷用新的經驗來豐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實踐。”

胡錦濤明確指出：“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在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踐中積累了一些重

要經驗，概括起來說，就是要全面、正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全力

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今後，我們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些重要

經驗，同時要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些經驗。” “‘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嶄新

事物，我們在實踐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確分析和妥善處理出現的矛盾，關鍵是要堅持全

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深知，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制’實踐不會一帆風順。”

香港、澳門“在取得巨大進步和成就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仍會面臨不少困難和挑

戰，需要加以妥善應對。” “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我想強調的是，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香港回歸祖國即將步入

第二十個年頭。‘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事

業，實踐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是正常的。……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要堅定信心、

堅守底線、堅決維護，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在基本法軌道上向前推進。” 對此，筆

者是感同身受，深以為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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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堅定信心”。在這方面，筆者始終堅持兩點基本的支撐點：其一，“一國兩制”的制

度性優勢還遠遠沒有被充分認識和揭示論述、充分挖掘和發揮利用；其二，“香港價值”還遠遠

沒有被充分認識和揭示論述、充分挖掘和發揮利用。

如前所述，香港回歸 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之所以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一

國兩制”的制度性優勢之所以沒有能夠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和顯現，最關鍵的制約性因素，是因

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香港“基本法”在實踐中的“全面準確”地認識理解和貫徹落實問題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得到很好的正視、很好的解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正本清

源、撥亂反正的工作之所以至今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和壓倒性的顯著成效，在於積重難返，也在於

我們理論儲備不足、在於我們經驗積累不足。

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提出並付諸實踐以來近 40 年的時間，無論是“國

家統一”層面上的“一國兩制”之“港澳模式”，還是“國家治理”層面上的“一國兩制”之“港

澳模式”，其理論論述的深度和系統化，均沒有超越鄧小平所達及的思想高度。關於“一國兩制”

理論論述的創新和發展，遠遠落後於香港回歸的豐富實踐、落後於“一國兩制”建設的豐富實踐。

尤其是香港回歸 20 年來，由於我們在國家治理層面上的“一國兩制”之“香港模式”的理論論

述始終沒有完成系統化、體系化建構的歷史任務，表現在具體政策方面，多為“問題倒逼”式的

應急性、碎片化的被迫答對，而缺乏長期性、深層性、前瞻性的戰略考量。政治方面典型者如在

維持香港“基本法”“五十年不變”的基礎和前提下，如何“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相關的

制度和機制”的問題，除了通過“人大釋法”將一些隱而不言的“立法原意”及其模糊地帶和灰

色空間加以明晰和澄清外，還有沒有一個具有比較充分和扎實法理依據的理論論述和比較全面和

系統的配套機制？典型者如“一國兩制”應有的題中之義——“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由隱而

不言到直接挑明以後，除了行政長官述職制度化、規範化這一既具有象徵意義又具有實質意義的

重大舉措外，還有沒有一個具有比較充分和扎實法理依據的理論論述和比較全面和系統的配套機

制？經濟方面典型者如香港的“國際經濟中心”地位、“超級聯繫人”地位在逐步喪失了祖國內

地對外開放的“窗口、橋樑和國際通道”之“壟斷性”優勢以後，如何在“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的結合點繼續維持和鞏固的問題，除了將香港有機納入國家“五年規劃”和重大發展戰略如“一

帶一路”的大框架中，香港的經濟轉型和“再工業化”如何在與祖國內地的經濟合作中搭上內地

經濟騰飛的“順風車”和“快車道”，還有沒有一個具有比較充分和扎實法理依據的理論論述和

比較全面和系統的配套機制？等等，這些議題均已“點題”而尚未“破題”。另外，還有已在中

國內地學界漸成“熱點”的香港“去殖民化”問題，相對已經比較成型、成熟的“非殖民化”理論，

其理論探討都還處於“仁智互見”探討的初始階段，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都還沒有形成。2014 年

的白皮書，匯聚方方面面的集體智慧——包括中國內地學界的學術成果、學術智慧對香港回歸以

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進行了一個初步的梳理和闡釋、總結和揭示，

雖則“遲到”但畢竟開了一個好頭。因此可以講，至少站在香港回歸 20 年的歷史關節點上觀察，

要真正破解建立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基礎和前提下的“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這一新形勢下的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重大課題”，還任重而道遠！

香港回歸 20 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收穫和積累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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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而深刻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這裡也包括囿於歷史局限而產生的一些思想認識方面的誤區

和實際工作方面的偏差等同樣豐富而深刻的歷史教訓和現實啟示，都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汲取，

都是我們進一步推動“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向前發展和繼續探索的寶貴思想遺產和精神財富。

《梁振英訪英：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得到

成功落實》，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gangao/2015-10/16/c_1116851681.htm

《梁振英：“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力》，新華

網，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1-10/15/

c_122162374.htm

《鳳凰獨家專訪彭定康 一國兩制在香港很有成

效》，香港鳳凰網，http://phtv.ifeng.com/ph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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